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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访  谈】 

美国政府对历史教科书发言权极有限 

——专访印裔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 

《南方周末》2010 年 12 月 30 日第 1402 期，作者：李邑兰 

 

文化、权力、民族国家，是贯穿杜赞奇学术研究的关键词，他始终在探索这样的问题：“现

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，如何从历史的极权话语里找回被压抑者的声音，以及民间团体如何

‘抵抗’来自上面的‘攻击’”。 

2010 年 11 月 20 日，杜赞奇现身上海美术馆，作为“从西天到中土：中印社会思想对话”

系列演讲嘉宾之一到场演讲。他的演讲题目依然与“过去”有关：《可持续性与超越的危机：一

种长历史的观点》。 

“我虽然研究‘过去’，但我所做的是为活着的历史提供借鉴。”杜赞奇在上海国际饭店接

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说。 

除了演讲，杜赞奇在上海停留的时间都被媒体的采访填满，在日本、韩国，他也有同样的经

历，而在美国，像他这样的历史学家却常常是寂寞的，“东亚国家对于知识性问题的关注越来越

强势，这是美国没有的现象”。 

 

把历史教科书的难题丢给出版社 

 

四年前，上海出现过一次受到国际关注的“教改”风波。彼时，由上海高校专家编写的新版

历史教材作为上海“二期课改”教材在全市范围内投入使用。同一时间，《纽约时报》发表了《毛

去哪了？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》，指出教材中提到“毛泽东”的次数减少了，也没有提到“南京

大屠杀”等内容，相对的，“比尔·盖茨”、“摩根银行”却进入了教科书。 

文章一出，立刻引起各界热议。有媒体直接摘译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还换了不同的标题，比

如《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》、《比尔·盖茨替代毛泽东》，还有专家发文批评“淡

化意识形态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”。第二年，这本饱受争议的历史教科书就被停用了，

被称为“史上最短命的教材”。 

杜赞奇对此另有看法：“这说明在上海，有一批知识分子在做尝试，他们想培养出不那么民

族主义、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下一代，这样可能在经济、交往上都有好处。” 

1995 年，美国也进行过一次教材改革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杜赞奇是那次历史教科书编委

会的成员。 

南方周末：美国的历史教科书编委会成员是如何被选出来的？ 

杜赞奇：一般都是通过推荐，从历史相关领域的专家中找。我是研究东亚和南亚历史的。当

时历史书的编写有两部分，一个是美国史，还有一个是世界史，我是编写世界史的成员之一。 

当时世界史编写组一共有七个人，两个人编写欧洲史，一个人写苏联史，一个写拉丁美洲史，

一个写性别历史，还有两个共同研究全球史，其中我写东亚史，包括中国。 

南方周末：你参与历史教科书编写正好是克林顿执政期间，教材改革的出台有何背景？ 

杜赞奇：当时有两个很大的争论，一个就是有人数出在美国的教科书里面，提到奴隶制的次

数远远多过提到乔治·华盛顿。 

http://apphistory.news.ifeng.com/figure/detail.php?id=6
http://app.travel.ifeng.com/city_detail_261
http://app.travel.ifeng.com/city_detail_2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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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出现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只是提供一个文本，把史实部分完整呈现出来，然后把难题抛给

出版社，由各个州决定选用哪些文本进入各州的历史教材。 

在美国，联邦政府对历史教科书的发言权是非常有限的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是州政府决定每个

州的历史教科书，州和州之间的差异很大，有的州可能将一个以基督教历史为主的历史教材作为

他们州的历史教科书，这中间就会出现偏差。所以克林顿政府希望从幼儿园到高中，整个学校教

育要在国家层面上重新设立一个新的标准，于是就出来一些新的教科书和制定新教科书的标准。 

政府当时的想法是，哪怕现在是在小学、中学这种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层面上来进行历史教

育，也应该请专业的历史学家，把一些最新发现和最新结论告知孩子，而不是通过一成不变的教

条式的方式来讲述历史。 

南方周末：对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如何书写，东西方专家的观点会不会存在差异？ 

杜赞奇：其实在国际部分没有太大争议。但我还是修正了一些关于亚洲社会落后、亚洲社会

没有伦理的看法，还有对基督教主导的话语方式进行修正，西方的专家整体上还是有一些旧的西

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在里面。 

南方周末：现在有一种精英主义的观点，认为“谁掌握了过去，谁就掌握了将来”，具体到

历史教科书的编写，你怎么看？ 

杜赞奇：在很多国家，历史教科书都是很重要的，在印度是重要的，在巴基斯坦是重要的，

在德国和美国也是重要的。 

日本 2001 年也曾出现过引起争议的修改教科书事件，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策略性的导向，

而是对现实政治压力的反应，并不总是在已经设计好的格局里面做的，常常只是对于实际发生的

某些状况的一种反应。日本当时本身政治的前景和国家政治的未来比较衰弱，走势是往下的，需

要用教科书唤起民族主义的情感。 

今天人们在讲历史对未来的作用，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夸大了。一个国家往往在建国初期会对

历史比较重视，需要用历史来确认国家身份、寻找认同感。但当国家到了一定的繁盛程度，再去

过于强调民族对抗的历史，作用已经很弱了，也没有必要，比如美国，更多是把目光放在未来。 

 

殖民之后：印度与中国 

 

在美国求学时，杜赞奇师从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，专门研究东亚历史，尤其是中国历史。

美术馆、博物馆这些装着中国“过去”的地方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。2010 年 10 月，他还专程去

了一趟成都，为了参观金沙遗址博物馆。 

在杜赞奇眼里，中国和印度是互为参照系的两个国家。两国的互相渗透可以通过数据来说话：

2009 年，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 434 亿美元，中国已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。 

与印度曾经完全殖民化相比，经历过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历史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殖民

史。 

“这是两国在面对‘现代性’问题时态度迥异的重要原因。”杜赞奇说。 

南方周末：文化、权力、民族国家，这三个关键词不断出现在你的各种研究专著中，尤其是

你的《文化、权力与国家：1900-1942 年的华北农村》和《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：民族主义话语

与中国现代史研究》，这三者是一种怎样的关系？ 

杜赞奇：以乡村为例，国家意识是通过文化来渗透到乡村的，文化使事实的权力具有合法性。

但是在夺取政权后，共和国对于社会的需求是如此之大，而且又觉得乡村是极度落后的，对于既

有的文化资源——像关羽，不是像以前的帝国时代那样，去统治，去利用，去渗透，而是摧毁，

http://apphistory.news.ifeng.com/figure/detail.php?id=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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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给乡村社会造成一种危机，并且带来了某种革命。到了 1950 年代，共产党政权重新塑造和

利用文化资源，形成文化权力和国家之间的新关系。国家会考虑底层的需要，更多地用一种自上

而下贯彻的文化进行治理。这一点在民族概念当中也适用，民族主义也是自上而下被塑造，之后

成为一种文化倾向和身份的象征，并取代原先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统治符号，在现在的国家统治中

发挥作用。 

南方周末：你的著作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，那时的一批左翼文人高呼“打倒孔家

店”，与儒家传统决裂，到了今天，推广国学的孔子学院已遍布世界各地，肯定与否定，都是一

种“政治需要”吗？ 

杜赞奇：其实让我觉得惊讶的，不是现在又有了孔子的复兴，而是五四时期，为什么会出现

那么极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。 

五四时期，极端的反传统和相信民主、科学等现代性的观念是并存的。我在研究中专门对比

过印度和中国两个国家对于现代性的看法。主要的差别在于，印度是一个被全面殖民过的国家，

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的国家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历史。 

印度在受到殖民主义统治时，面临美、日对印度文化价值的质疑，每天直接面对文化上的屈

辱，激起印度人对身份的强烈感应和反弹，经常有一种保卫自己传统和价值的心理在里面。而中

国是一个半殖民国家，在中国历史当中，进入政府部门的统治阶层，都是通过温习儒家知识，通

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精英，儒家传统是这批人进入到统治阶层、确认自己文化价值的渠道。但

是在科举制度被废除，帝王也被废除以后，对于年轻的五四一代来讲，已经没有什么渠道和根基

捍卫原来的那些东西，所以会这么极端地反对传统，完全拥抱现代性。 

孔子学院也许体现了官方将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进行推广的努力，并且可能考虑与和谐社

会建设结合在一起，借助儒家跟国家治理之间的衔接点，为当代中国找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基础。 

 

【访  谈】 

现代性危机的东方救赎1
 

杜赞奇访谈 

 

2015 年 9月 15-16 日，当代著名印度裔汉学家杜赞奇访问中国，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清

华大学就其新书《全球现代性危机：亚洲传统与可持续的未来》作主题演讲，并与汪晖、杨念群、

赵汀阳、吴飞等大陆学者展开对话。 

早在 1973 年，还在德里大学读书的杜赞奇，就被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所吸引和疑惑，认为

“它似乎展现了一种可能改变历史的路径。”接着赴美深造，遇到恩师——温和派的汉学家孔飞

力，四十余年来，杜赞奇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成就，都伴随着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。 

首部著作《文化、权力与国家：1900-1942 年的华北农村》中运用真实史料，探讨了中国基

层乡村的政权组织、文化形态和社会建构等问题，提出了“权力的文化网络”和“国家政权内卷

化”两个重要概念;他将社会学、人类学、政治学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，突破了传统历史

仅仅是政治史、经济史的局限。 

2002 年，在第二部专著《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：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》中，他

又提出了历史思考和历史叙事的另一种方式——“复线历史”，对近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“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本文节选自《专访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杜赞奇：现代性危机的东方救赎》，原文刊载于《凤凰周刊》总第 559

期，访谈记者为《凤凰周刊》刘荣。 

http://apphistory.news.ifeng.com/figure/detail.php?id=57

